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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强人抑或强女人：现代中国
服装行业中的外来女企业家

□［新加坡］柯群英／著，余　华／译

［摘　要］　以广东服装业涌现出的一批外来女企业家为例，探讨她们是如何在跨区域的背景下平衡

事业和家庭生活。作为成功的企业家，她们被同辈和公众视为“女强人”，而她们在性别化了的世界中往

往处事谨慎，因而更倾向于“有超凡力量的女人”（强女人）这样的称呼。认为这些女企业家的成功源于两

种策略，一种是精心编织各种社会关系网的努力，一种是她们愿意将跨区域的生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这

使得她们成功地在企业经营和家庭生活中游刃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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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地区飞速的经济

发展将千百万中国人从内地带到了沿海地

区。因为香港企业将工厂转移到广东，华人

华侨也在广东办厂，广东成为最早接收这些内地人

的地区之一。大量从内地涌向城市的新移民迅速在

城郊甚至城市中心区形成移民聚居地。随着生产、

贸易、消费带来的经济上的繁荣，很多社会问题也应

运而生。

很多学者，比如Ｓｏｌｉｎｇｅｒ（１９９９）提出需要探究

新出现的流动人口现象。今天，聚集了一定财富的

企业家和商人买到了当地的户口，居住在都市中心

地带。

本文关注的是在广东服装行业出现的一批外来

女企业家，探讨她们在跨地区的环境中如何平衡做

生意和家庭生活。因为在事业上的成功，同辈和公

众称她们为“女强人”，但她们在性别化了的世界中

往往处事谨慎，她们更喜欢“强女人”的叫法。

本文认为，这些女企业家的成功源于她们精心

编织各种女性特有的社会关系网，并以这样的策略

游走于生意经营和家庭生活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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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移民成就的服装纺织品中心

广东：田野和方法论
１９７８年的改革开放将广东变成了中国早期经

济发展的工业中心。广东借助邻近香港和濒海的地

缘优势，变成了香港制造业的延伸腹地，特别是服装

生产业集体大规模在广东沿海设立工厂以增加盈

利，减少开支。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香港曾是全球

市场的重要生产中心。在这期间，服装生产是其核

心产业，因其物美价廉、设计时尚、质量上乘，香港生

产的服装出口到世界各地。“香港制造”的商标赢得

了世界认可，它的代名词就是物美价廉。这使得香

港在新兴工业国家中获得一席之地，随之而来的是

生产成本的上涨。中国的开放政策使得香港制造业

能跨境在广东建立工厂，工厂聘用了成千上万的中

国内地工人，成千上万的工人、农民从内地蜂拥到沿

海城市，填满了一个个工厂，开创了新一轮移民潮。

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服装产业在广东地区的迅

速扩张把这个省变成了整个中国服装生产的中心。

我们可以将服装产业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

大多由香港商人创办的大型工厂。这类工厂通常掌

握大批订单，并能在合同约定日期内生产出订单商

品。因为他们能够保证订单按期完成，所以经常与

世界知名品牌合作生产。他们的员工有几千人，工

厂一周工作７天，员工通常需要加班才能完成订单。

第二类主要为中国内地商人运营的工厂，专门为中

国内地的大中城市市场生产服装。这些服装有本土

品牌，价格比较合理，质量也还好，大多数二类工厂

都生产这样的产品。质量最差的服装是第三类工厂

所造。这类工厂通常由内地省份的小老板来运营，

规模较小，只有１０!４０个工人。这些工厂为内地的

工人阶层和乡村村民生产服装。

这三类工厂都需要从全中国招募大量的产业工

人。从中国内地过来的成千上万的女性民工在找工

作时都占有比较优势，她们在广东的工厂挣得的工

资比她们呆在自己村里要多很多。在改革开放早

期，随着工厂在广东省和福建省的沿海城市星星点

点地开办起来，很多从内地过来的打工妹都被封闭

在工厂里，往返于车间和寝室之间，长时间地工作，

整天的劳作后回到她们的寝室休息（Ｐｕｎ，２００５）。

这些打工妹很多都是为了养家糊口，给自己家里的

弟弟妹妹教育机会，为他们挣学费来打工的（Ｗｏｎｇ，

Ｓａｌａｆｆ，１９９８：３５８～３７４）。

本研究是在广东省广州市沙河村聚集的批发服

装市场开展的，今天这个原来的农村已经被都市化，

由一个村庄变成了一个商业区。最新发展起来的万

佳服装批发广场、北城、新天地以及沙河批发市场等

都集中在这个区域。这个区域地理交通位置优越，

各种交通设施齐全，高速公路、火车、公共汽车系统

发达，毗邻广州火车东站和天河客运站，货运物流非

常便利。地理优势使得这个地区成为了流动人口打

工的理想之地，虽然很多打工族都住在附近由老板

提供的像寝室一样的小房间里。交通的便利也使得

国内外的买家能够经常过来下服装订单并看看最新

的款式。

这个研究项目在２００７年７月到８月间总共采

访了２５位外来女企业家，她们在这些批发市场中运

营着各自的商铺。在这２５人中，１０位（４０％）女企

业家的年龄在２０!２９岁，１１位（４４％）是在３０ !３９

岁。这些都是相对年轻的女商人。

从受教育的程度看，她们中的４０％取得了初中

文凭，３６％取得高中或高级职业技术教育文凭，１６％

的女企业家曾受高等教育。在现代中国，教育成为

职业成功的重要垫脚石。在竞争激烈的中国市场，

这些女企业家必须用一定的知识在经济上和政治上

与人协商问题与矛盾，有效地与同行竞争。

就婚姻状况而言，２０人已婚，在２０～２９岁年龄

段的女企业家中有５人单身。最年轻的已婚女企业

家是２０岁，年龄最大已婚女企业家是５０岁，其余的

已婚者在２０到４０岁之间。而这５位单身女企业

家，都是２０岁刚出头。这反映了中国内地妇女婚姻

的普遍状况，大家都认为女人在２０岁左右就应该成

婚了。这些女企业家主要来自以下省份的贫困乡

村：广西和广东各１１位，湖南、湖北、沈阳和武汉各

１位。

二、外来女企业家的出现：

赶着“创业热”的浪潮
中国创业研究不仅让经济学家着迷，也吸引了

很多社会科学研究者。有些学者探讨了意识形态，

特别是２０世纪末，儒家意识形态对中国及其他华人

社区的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Ｗｏｎｇ，

亚洲四小龙经济的腾飞与儒家意识形态有很大关

系。当中国飞速踏上全球经济舞台时，同样的论述

也被用来解释中国不可阻挡的经济增长。当全世界

都深陷经济危机，西方的金融结构和发展结构面对

各种质疑，需要强大的政府紧急财政援助的时候，中

国继续保持着可观的经济增长率。学者对其解释是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儒家意识形态结合产生的结

果。有学者提出家庭结构推动了华人创业率的增

加，并指出富有创业精神的家庭结构对家族企业的

1996)。特别指出近几年新兴工业国家(地区)的出现,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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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扩张和全球化起着关键的作用（Ｗｏｎｇ，１９９３：

３２７!３４０）。

本研究中的服装行业女企业家的出现与一股

“创业热”的出现是密不可分的。“创业热”使得很多

人开始了自己的生意，虽然很多都是小规模的经营。

在这期间，在中央政府的鼓励下，作为个体经营的私

营企业充分利用了自由经济政策（Ｗｕ，２００２：１０７１～

１０９３）。这些女企业家到广东来的目标就是“创天

下”，因此她们愿意冒险并采用资本主义的职业道

德：自律、勤奋而大胆。

创立自己的企业意味着要承担风险。对这些女

企业家们来说，承担风险是一项新的冒险。正如

Ｇｅｒｚｂｅｒｇｅｒ所说，早期的中国企业家因不熟悉商业

环境和法律体系，将自己做生意比作“下海”。“下

海”这个词也包含着要冒险，开始着手干自己也不确

定能否成功的事业（Ｇｅｎｚｂｅｒｇｅｒ，１９９４：６）。

尽管她们缺乏对商业世界系统知识的整体理

解，商业监督管理框架也相对不完善，有很多不确定

因素，这股“创业热”还是激起了这些女性冒险投入

商海拼一把的勇气。外来移民女性就被卷入了这场

创业热，并积极投身商海。她们将创业当做发财致

富的一个机会、一扇窗户，使她们脱离了每月工资只

有８００元人民币的工厂女工身份。

另一个激励她们出来创业的因素还包括工厂对

女工们的人身限制。工厂女工只能住在工厂宿舍，

她们的行动都被严密地监视起来。下班后也不允许

自由活动。同时，她们必须得长时间劳作，超时的工

作也影响了她们的社交生活。虽然做老板也需要辛

苦而长时间的工作，但这些工作最终都转化为自己

的财富，所以让她们心理平衡。这些经济自由带来

的优势使得她们决定冒险赌一把，辞去工厂生产线

的工作，开创自己的事业。她们相信自己对服装行

业的熟悉和关系网能确保她们的成功。

在今天的广东，可以分出两个群体的女企业家。

一种是老板的妻子，老板娘。老板娘负责工厂的内

部管理，在创业家庭中起着重要的作用（Ｗｏｎｇ，

１９９３：３２７～３４０）。她负责建立与工厂工人们的联系

与良好关系，有时候也照看生产以确保及时生产与

按期交货。工人与老板的关系好坏可以从老板娘对

工人的方式看出来，有些老板娘会给工人们做饭，大

家都从一个锅里吃饭，使得这个工厂被当做一个大

家庭（高承恕，１９９９：１４９!１５２）。这样工人与老板就

成了主顾关系，也是一种类似亲戚的家庭关系，工人

们经常被看成“我们的一员”。除了这些事情，老板

娘也是工厂的财务，照看工厂的经济收入与支出，有

时候也代替丈夫与顾客谈生意（Ｇａｏ，２００４：１４４ !

１６８）。

第二种群体是女企业家。这些女企业家在服装

工厂做女工的时候学会了一些必要的技能，她们对

时尚也有很好的品位，能够根据季节潮流设计、生产

出她们的产品。她们抄袭大型服装工厂的最新样

式，生产自家品牌的服装。在广东的批发和零售市

场上搜寻，可以看到很多国际知名品牌的服装样式

的便宜版本。你大约花一百块人民币就买到一条知

名设计师设计的牛仔裤，或一条知名设计师设计的

时尚女裙。

我们案例研究中的唐女士在到广州开始她的事

业之前，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起在广西一家服装厂做

裁缝，２０００年她决定去广州闯天下，在广州租了家

店面，开始了袜子的批发生意。一开始在接到订单

之后，她把袜子订单交给其他工厂生产，两年后她的

生意稳定并开始盈利。２００２年，她在广西自己的家

乡建立了一个袜子工厂，既接自己原有顾客的订单，

也为其他批发商生产。

三、外来女企业家成功的策略
（一）建立关系网

关系网在各种事业的成功中都被视为很重要的

文化资源，无论社会、经济还是政治领域。在中国，

关系网尤为重要。由于中国经济改革中的制度性和

结构性因素都是非常功利性的，学者们认为文化因

素，比如广泛的关系网有利于商业企业的日常运营。

中国企业家们在亲戚朋友、商业伙伴、政府官员中利

用、拓展、建立新的社会关系网的能力对铺平经济之

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Ｓａｔｏ，２００３）。关系网作为

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进而会形成一种关系网络资

本（Ｗｏｎｇ，Ｓａｌａｆｆ，１９９８）。为了确保一家企业从生产

到销售的顺利进行，维持与工人们、潜在客户以及政

府官员们良好的关系，有一定的关系网络资本的储

备是至关重要的。关系网络资本被看做是在中国大

型企业中形成互相连锁网络关系的一大要素

（Ｎｕｍａｚａｋｉ，１９９６：７１ !８６；Ｔｏｎｇ，１９９６）。福山认为

这些关系网的运作包含着很高程度的相互信任，这

在中国社会中十分普遍，这种信任对中国企业的成

功也是非常重要的（Ｆｕｋｕｙａｍａ，２００５）。

我们的外来女企业家们，在日益扩展的中国经

济中仅仅是一些小小的竞争者，又是如何运作关系

网的呢？这些关系网又是如何帮助她们应对来自世

界各地的商人和贸易者们营造的竞争激烈的商业环

境的呢？在此研究中，我们发现虽然女企业家们在

商业交往中广泛使用关系网，但她们编织关系网的

方式与男企业家们很不一样。女企业家们建立的某

些关系网是能够分辨出来的。在这些女企业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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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拥有能让她们成功做生意的文化关系。对

于那些自己创业的女企业家们，她们靠自己的父母、

亲戚或朋友的帮忙获得做生意所需要的第一笔资

金。还有些二十出头的女企业家们本身就出身在家

族服装企业，在家族公司工作，这促使她们开始了自

己的事业。采访对象中有一位是从自己父母那里继

承的一家批发服装店。这些亲戚关系都能在她们需

要时为她们所用。此外，另外一位还从自己的母亲

那里得到一些做生意的建议和帮助，毕竟母亲在这

个行业做了二十多年，具有丰富的经验和知识。

在广州，从一个地区来的服装业老板们都倾向

于聚集到一个批发市场，工厂老板通常都会雇用从

她们家乡来的女工。这样，在批发市场，来自同乡的

老板们的店铺一个连着一个是非常常见的现象。在

我们的案例研究中，几位女企业家的店子都开在她

们亲戚的店铺旁边。从同一个地方出来的女人们在

一起开店，使得她们能够团结起来共同利用家乡的

关系。在大多数案例中，这些女企业家们与她们的

老乡建立起很好的关系，在她们需要的时候，这些关

系都可以很好地利用起来。在批发市场这个微型政

治环境中，档口开在一起使得同乡的女人们能更好

地相互帮助。有些女企业家有其他事情需要外出

时，一般都是她们的亲戚或同乡帮忙打理店铺。而

且只有亲密的朋友和亲戚才会被叫去帮这个忙。她

们万一缺货，也会从朋友的店里先借点，等自己的货

从工厂发来了再还给她们。

然而，与在乡村不同，这些女人们之间也是竞争

关系，她们不得不在两种角色之间游移以便维持一

种和谐的关系。对她们来说，生意和友谊是两个相

互补充又相互矛盾的存在。在生意上，她们绝不会

透露商业机密和顾客信息，甚至还会削价与竞争对

手抢生意，而这些竞争对手也是她们的朋友和亲戚。

２０世纪８０!９０年代生意比较好做，利润也不错。有

来自国内的客户，也有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客户，特

别是非洲。从２０００年起，竞争变得更加激烈，她们

开始了“和谐竞争”，意指相互之间的公平竞争。

此外，有些女企业家建立的是宗亲同乡网络关

系，她们通过家庭、宗族、家乡关系来达成生意上的

成功。对唐女士来说，促使她下定决心创业的一个

重要因素是她的同乡朋友们的影响，那些老乡们都

有自己的生意，由于收入不错而变得相对富有。同

乡做生意的女企业家们劝她说成为自己的老板生活

才会好起来。因此，她觉得自己应该走出去，闯出自

己的一片天。除此之外，创办企业还能为她的儿子

赢得一份更好的未来，因为这样她就有条件为她儿

子申请到广州市居民户口了。

赚钱和建立生意网络也是投入这个事业的考虑

因素。比如唐女士有很多亲戚和同乡都在服装行业

打拼，这使得她能很好地学习这个行业的操作，并在

平常的生意中，比如原材料的来源、顾客资料信息和

雇佣工人方面，充分利用现存的社会关系和生意关

系网。

唐女士开始做生意时，在批发市场租了一个摊

位，用尽了她自己１万元的积蓄，还从亲戚朋友那里

借了一些。做生意赚到钱后，就把所有的债务都还

清了。她强大的关系网使得她在朋友和亲戚那里能

获得信任，大家都愿意借钱给她作为启动资金。当

她在广州开始批发生意的时候，她的丈夫虽然没有

阻止她，但不愿意与她一起做。她完全靠自己一个

人打理批发生意的方方面面，维持生意网络。她的

决心和生存本能都意味着唐女士不会也不可能失

败，因为失败意味着羞耻、丢面子以及辜负她所有的

朋友和亲戚对她寄予的信任和厚望。这也会加深对

女性不善于创业的刻板印象。她的锲而不舍的态度

和决心使得她能全力以赴地去稳住订单和增加产

能。除此之外，她的关系资本以及社会资本（表现为

服装产业的技能和知识）使得她在与顾客、合作伙伴

以及竞争者的交往中都表现出高度的自信和极强的

能力。她的服装批发生意进展很顺利，几年以后，与

其他服装老板一样，她在自己的家乡开了一家服装

厂。直到那时，她生意上的成功才说服了她丈夫参

与到她的事业中去，当她在广州继续经营批发店的

时候，他在家乡照看工厂。与其他生意人一样，她利

用上上下下的关系，控制着这个家族生意的发展。

对她来说，夫妻组合是非常理想的生意搭档，因为管

理工厂、保证生产和按期交付都是由值得信赖的丈

夫负责，而她自己则负责照顾店面，处理订单。她觉

得她对广州市场环境和服装批发市场的熟悉，优质

的客户资源和网络，使得她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

出。

对这些女企业家们来说，她们的成功也可归因

于她们能与客户创建非同一般的关系网络的能力，

包括与男性客户交往的能力，特别是过来签大批量

订单的客户。这些客户包括从中国其他地区、东南

亚以及非洲过来的服装商人，他们从这些女企业家

这里批发大批的服装，也会就特定的款式下订单来

生产大批量的服装。他们通常一年来批发市场三到

四次。

这些女企业家与她们的客户建立一定的生意网

络。在与这些男性服装商打交道的过程中，她们小

心翼翼地处理这些生意网络，而不威胁到她（他）们

之间的男女性别等级关系。她们通常非常友善、善

于社交、善于说服。她们在服装行业中非常专业，对

男客户很耐心，从而能说服他们从女性的视角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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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她们偶尔会款待男顾客，但也不经常，因为觉

得不太恰当。但当客户来到她们的店里，她们会用

茶和茶点来招待，让客户们感觉舒适，用家常的方式

来欢迎客人们。在谈生意时，这些女企业家们采用

灵活定价的方式，双方讨价还价直到确定一个都可

以接受的价格。议价在经济层面和文化层面都是一

个重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议价双方都要确保

能使双方都能舒心接受的利润空间，这样才能达到

令人满意的价格。小资本家们做的小范围的生产与

交易一般都这样（Ｓｍａｒｔ，２００５）。在社会学层面，这

个议价过程建立起双方都知道的，心照不宣的社

交———生意互动。在本研究中，女企业家们经常采

用女性化的策略，请男顾客首先设定一个他们觉得

“合理的价格”，这样不至于伤害到男性自尊。她们

的女性化生意态度不仅赢得了生意的成功也赢得了

客户们的信任，女企业家们在商业世界中流露出的

女性和柔弱，表现出来的是她们对客户和商业伙伴

的高度关心。正是这样的策略让她们从生意伙伴和

海外客户那里赢得赞赏。唐女士也觉得信任是她事

业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通过按时生产和按时交货

来赢得信任，懂得客户的需要和情绪是长期留住老

客户和吸引新客户的重要因素。她觉得总体说来女

人更适合批发市场的工作，因为她们更有耐心和韧

性，在谈判过程中更能给客户留下好印象，说服客户

下订单。对她来说，女人的特质在这个服务性行业

得到了凸显，她认为自己拥有值得信赖、真诚、亲切、

能干的性格。同时，她也能忍受在追求事业中的艰

难和痛苦，而不轻言放弃。她说：“我总是一天工作

１２!１４个小时，整天的叫卖和说服客户来买是很辛

苦的。正如你自己看到的，这条街上的批发店都是

批发商，我们卖的衣服，款式都差不多，客户凭什么

就到你这里来买？除了价格，人情味也很重要的。

作为女人，我们需要展现出柔弱的一面，要像一个妈

妈照顾孩子一样照顾客户。但是我们也需要有好的

性格，正直又值得信赖。不然就没有生意了。”这样，

拥有正确的人格素质也是至关重要的（Ａｎａｇｎｏｓｔ，

２００４：１８９～２０８）。

在销售、经营和生产方面，唐女士是主要的决策

者。通过直接参与生意，她觉得她更能懂得客户的

需求，也因此更相信她自己的商业敏锐度和商业决

定。她也会从她的亲戚和商业伙伴那里接受和听取

一些建议，但最终都是她自己来做决定。

她住在广州，又非常忙碌，因此无法照顾到她的

儿子，她儿子现在由其外婆照看。能获得家属网络

也是她事业成功的必要因素之一，因为这让她从家

务中解放出来。让她叹息的是要养两个家，一个在

广州，一个在广西，不仅生活成本高，而且因为很少

看到老公和儿子，感情上的压力也大。她觉得这样

的生活状态缺乏她想要的家庭凝聚力。可这也是一

个成功的商业女性自愿做出的牺牲。但是她对家庭

成员都愿意伸出援助之手来帮她也是心存感激的，

尤其是家人对她儿子的照顾，减轻了她没能在孩子

身边的愧疚感。她觉得如果没有家属网络，要她离

开儿子，把他留在老家是很难做到的。

在另一个案例中，３４岁的李女士，只接受过小

学教育，在１９９１年她１６岁的时候就开始自己做生

意了。那时她的父亲有一家生产服装的小工厂，她

为自己的父亲打工，把衣服拿到广州的沙河服装批

发市场去卖。两年后，她在批发市场租了一个摊位，

开始了她自己的生意。１９９４年，她结婚后与她的老

公一起做生意，但是亏损了。幸运的是，她的一个朋

友把她救出了困境，这个朋友在浙江开了家服装厂，

把他工厂的衣服发给她卖，这样她才能继续她的批

发生意，而且生意开始兴旺了。１９９５年，她开始自

己办厂为顾客的订单生产服装。在那段时间，她的

工厂只能生产一半订单的服装，其他订单仍交给另

外的工厂生产。今天，她的生意已然扩大，拥有一间

三层楼的工厂，雇用了二百多工人。与唐女士一样，

李女士的工厂也在她自己的家乡由其丈夫打理，而

李女士则在广州打理店面。李女士也如唐女士那样

觉得女人更适合这个行业，因为这需要“女性知觉”，

并认为女人拥有这样的敏锐。她认为女人更能推销

时尚理念，保证订单。李女士将她进入这个行业并

取得成功不仅归功于她的祖母传授给她的做生意的

知识，也归功于她的勇气。与唐女士一样，她与丈夫

商量之后，自己做出商业决策。她还将自己的成功

归因于她的勤奋工作、远见、值得信赖、有关系网络

以及她的性格。

在我们的案例研究中，唐女士和李女士都在服

装行业非常成功。唐女士和李女士对商业交易充满

信心。在商业决策计划和投资方面都是由她们做出

决定。近年来，激烈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她

们的压力，因为她们必须保证这个家族生意的持续

成功。她们也感觉到作为女人，她们得为商业投资

付出高昂的代价。虽然她们很享受做生意赚钱，她

们也害怕失败。她们得时刻保持对所有情况的警

觉———探索最新的时尚趋势、引入订单、确保顺利生

产、及时交货、按时支付员工薪水等。

（二）跨区域的生活方式

这些女企业家也是为人妻母，她们需要平衡事

业和家庭。尽管不情愿，但她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份

事业需要她们奔波于两地，她们要接受分居两地的

生活方式。在唐女士和李女士的案例中，她们住在

广州照看批发生意、接订单、与客户打交道。她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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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时回到老家看望家人和工厂。作为母亲，她们心

怀愧疚，因为她们陪孩子的时间太少，孩子们都是祖

父母来照顾的。

在中国社会，包括祖父母和其他大家族成员在

内的家属网络构成重要的非正式社会结构，这些女

企业家们就是依靠这个大的家属网络来帮助照看孩

子。这些女人也曾说这样的安排是不那么理想的，

但是觉得家人分离是富有生活方式和贫穷生活方式

之间的一场交换。在走出乡村进入广州之前，很多

人都怀着这样的想法，希望她们的背井离乡能带来

足够的财富让全家人都迁去广州。在我们的调查

中，有几个女企业家的确把她们的孩子带到广州去

上学了。然而，这样的生活对她们来说并不容易，因

为在广州没有家属网络可以帮她们。这些女企业家

不得不过着“单身妈妈”的日子，独自照顾生意和孩

子，这对她们来说非常艰苦。也因这样，很多女企业

家更倾向于将孩子们留在老家由祖父母和父亲照

顾。因此，她们的成功成为了家庭关系的一个诅咒。

在老家建立工厂，工厂又由老公来打理，这更加深了

家庭的分离。简而言之，这些女人为她们的事业不

得不付出高昂的代价。事业与家庭生活的分离使得

她们有了更多的愧疚感。与１９９７年香港回归中国

之前从香港移居出去的“空中飞人”不同（Ｋｕａｈ，

１９９６：５４～６７），这些女企业家们能更轻松地往返于

广州和她们的老家，通常只需要几个小时的汽车或

一两个小时的飞机。她们为能很快回到老家而感到

宽慰，不仅能查看工厂的运作情况，还能在家人有需

要的时候悉心地照顾。

这些女企业家面临的另一个难题，是在婚姻关

系中如何看待女性个体。首先，这是社会责任。对

她们来说，婚姻包含着牺牲，离开家去征服天下就是

为家庭牺牲的一种方式，是以家族荣耀的名义，以财

富获取的形式做出的一种牺牲。其次，这是与她们

的丈夫的爱情关系。为了确保服装生产订单按时交

付，她们的丈夫留在老家管理服装工厂。夫妻分居

带来的孤独和对婚姻不忠的猜疑都会导致婚姻关系

的紧张。她们感叹分居两地，没有时间与丈夫浪漫，

连夫妻生活都只是偶尔为之。即使她们回到老家，

家里繁多的事务需要打理，与丈夫之间的浪漫也只

好放在第二位了。这与中国乡村的年轻人培养浪漫

爱情的情趣，特别是订婚后结婚前的那段日子形成

鲜明的对照（Ｙａｎ，２００３）。对这些女企业家们来说，

家庭的幸福取代了她们个人的情感和爱情需求。然

而，她们也意识到了长期分居两地带来的问题。对

她们来说，婚姻的失败将会是非常丢脸的事情，因此

她们面临的挑战就是要确保丈夫不会去包二奶、找

情妇。在乡村和城市的卡拉ＯＫ歌舞厅和卖淫女盛

行的时候，女企业家更有可能面临如此挑战（Ｚｈｅｎｇ，

２００８：４４２!４７６）。这也许能作为一个隐含的原因来

解释，为什么这些女企业家更愿意让她们的丈夫在

老家管理工厂，因为老家有亲戚网监视和约束丈夫

的行为。丈夫们在老家管理工厂，特别是在家乡亲

人众目睽睽之下，这些丈夫对找情人也有心理障碍。

与她们的被束缚在乡村的丈夫相比，这些在广

州的女企业家最珍惜的就是她们在广州重获的自

由。她们能自由地参与社交、建立关系网、建立友

谊，这些社交活动很少会受到家庭成员或丈夫的干

涉。正如有人所说，“我能通过我自己的努力来表达

和实现我自己的梦想了，这在乡村的氛围中是很难

做得到的”。她们是事实上的主要的养家糊口的人，

这一点赋予了她们相当大的权力能与她们的丈夫和

家里的长辈们讨价还价。这也使她们能够在广州继

续她们的“单身人士”的生活方式。

往返于两个家庭，这些女企业家必须得满足两

个家庭的需要。在广州，她们大部分时候都是一个

人生活，丈夫和孩子们偶尔过来看看。她们工作时

间很长，经常是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八九点左右。她

们大部分时间自己做饭吃，有时候出去下饭馆吃，整

理家务都要靠她们自己。在老家的家里，她们得确

保祖父母和丈夫很好地照顾孩子。她们通过电话来

保持联系。有一位女企业家每天晚上都会给她的孩

子们和丈夫打一个小时的电话，以了解在老家一天

发生的所有事情。除了维持两个家的日常开销所需

的费用，另一个由两地分居带来的费用就是高昂的

电话费。对这些女企业家来说，这是不可避免的，因

为她们希望能与家里保持密切的关系和联系。这

样，两地分居就成了这些女企业家们的生活方式。

对这些女企业家来说，家庭仍然是她们生活中

最重要的部分。的确，都是为了家庭，她们才激发出

对事业的强烈热情；为了家庭地位更高和孩子们生

活条件更好，她们才奔赴他乡去寻找财富。在这个

意义上，财富本身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只有当财富转

换成自己的小家庭和大家庭的幸福以及创造财富和

积累财富的个人乐趣，财富才会显出其价值来，正如

我们的研究案例所呈现的那样。另外，她们新创造

出的财富使得她们能够获得一定程度的自由重构婚

姻和家庭关系。

四、女强人还是有着超凡力量的女人？
投身商业事务中永不停止前进的外来女企业家

们，不得不集几种不同的身份于一身：作为一个企业

家、作为一个母亲、作为一个妻子以及最重要的是作

为一个女人。她们觉得做一个女企业家的确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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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因为她们必须长时间独立地工作和生活。然

而她们也觉得她们获得的成功能够弥补她们做出的

牺牲。

因为事业上的成功，她们被称为“女强人”。对

她们来说，这样的标签并不重要，但是很高兴能获得

这样的认可。她们更喜欢被看成是“有超凡力量的

女人”。她们不太情愿接受“女强人”的标签，她们担

心这样的地位会伤害到她们丈夫的自尊，而她们也

不希望她们的光芒掩盖过男人。２８岁的文女士说：

“如果我有能力，我不会在意人们叫我女强人，而且

我不认为我丈夫会介意我是不是女强人。但如果我

的确很强，那我的丈夫比我更强才更好。”像文女士

这样的女企业家都表示，她们会将“主要”决定和“困

难”任务都留给她们的丈夫，包括是否接受特大订单

的决定，要等她们的丈夫在广州的时候与大客户谈

判。

对这些女企业家来说，商业任务可分为对内任

务和对外任务。打理店面被视为内部工作，而追订

单则为对外工作了。她们仍然遵守着传统的父系社

会的分工，表示女人应该主内而男人主外，这样才不

会盖过她们的丈夫的光芒。店面在这里被诠释为有

物理界线的“内部”空间。这些女企业家说当她们的

丈夫到广州来时，生意谈判会交给男人，谈判地点也

转移到“外部”空间，比如说在餐厅或卡拉ＯＫ酒吧，

而她们则将注意力放在内部空间里，签署商业合同。

这种将店面视为内部空间的空间划分，被这些女企

业家们诠释为女人们熟悉了的私人内部空间的延

伸，而在作为公共空间的户外招待客户则是男人们

的事情。在为这种私人－公共两分法辩护的时候，这

些女企业家们潜意识里重构了古代中国父系结构的

秩序，而变成了成功的女企业家的行为已经打破这

种秩序。

强调古代父系结构是她们作为母亲的延续的责

任感。虽然大多数女企业家将她们的孩子们留在老

家让其祖父母照顾，有少数人还是对这样的安排不

满的。李女士选择将她儿子带到广州与她一起生

活，而之后她又在广州生下了她的女儿。她不愿意

雇用保姆来照顾孩子，所以独自照顾着两个孩子和

店里的生意。但她觉得很难支撑，于是将她的儿子

送去了一家寄宿学校，她每周去看望儿子一次。

像唐女士、李女士、文女士这样的女企业家，因

为她们在事业和家庭中能够很好地应付多重任务，

被称为是女强人。对她们来说，女强人的标签并不

会消除她们作为母亲和妻子的女性角色，反而增加

了一个养家糊口的角色。与此同时，这会危及婚姻

关系和家庭和睦。但作为有超凡力量的女人，她们

更有可能维持事业和家庭中的和睦关系。

在中国内地改革开放政策之下，新涌现的一批

外来女企业家，成功地重塑了她们的角色和身份。

这些背井离乡的女人们的成功一方面给她们带来了

流动性、自由、独立和改变了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

她们又继续受到传统中国父系体系的束缚，扮演着

社会期望的母亲和妻子的角色。当她们在社会中变

得成功时，她们赢得了女强人的身份，然而她们将这

个身份重构成一个更具女性化的称呼“有超凡力量

的女人”，以确保事业和家庭关系的和谐。正是这样

的灵活性和自我认识，使得这些女性成功地在开创

生意和家庭责任之间游刃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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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器铜鼓：铜鼓文化的发展、传承与保护研究》出版

铜鼓是中国南方与东南亚古代众多民族的文化瑰宝，已有两千七百余年的历史。铜鼓是权力与财富象

征的重器，是沟通人神的祭器，类似于古代中原的铜鼎。铜鼓又是娱神娱人的乐器，还是指挥军阵的响器

……可以说，铜鼓是名副其实的“大器”。２０世纪后半叶，植根于农耕文化的铜鼓日渐式微。随着中国经济

的日益繁荣，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开始复兴，铜鼓文化保护、传承与发展的问题也提上议事日程。在此种背景

下，该书的作者万辅彬以“铜鼓文化保护、传承与发展研究”为题，申请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并获得立项。

《大器铜鼓》为该课题的研究成果，主要探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如何保护、继承和发展铜鼓文化。

该书除序言和结束语外，分为六章。第一章介绍了铜鼓研究的现状和选题的意义及创新。第二章阐述

了铜鼓文化的重要性，认为铜鼓是中国南方和东南亚古代文化的共同载体，铜鼓文化则是亟需保护的宝贵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第三章从铜鼓文化曾经遇到的摧残、广西活态铜鼓文化和东南亚的铜鼓文化三方面介绍

铜鼓文化的现状。第四章从南丹里湖白裤瑶铜鼓文化的保护与传承、贵州布依族铜鼓文化与铜鼓“十二则”

的传承和壮族铜鼓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三个方面进行阐述。第五章为铜鼓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实践，介绍作者

们参与保护、继承和发展铜鼓文化的各项实践活动。如：成功地争取了第一批国家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试

点工程项目———“广西红水河流域铜鼓艺术保护工程”；积极参与“铜鼓习俗”申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工作；在贵州开展了长期深入的铜鼓音乐的调研、保护和传承工作；将河池铜鼓各种资料与信息数字化；开

展铜鼓铸造试验。第六章为铜鼓文化保护的建议和对策。指出了铜鼓文化保护的理念和基本措施，认为保

护、继承和发展铜鼓文化是一项伟大的系统工程，必须多方互动，形成合力。一要政府部门起主导作用，制定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策乃至法律、法规，制定保护规划，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二要发挥博物馆保护与宣传铜

鼓文化的特殊作用；三要营造宽松的文化生态，引导民众自觉保护、传承和发展铜鼓文化；四要组织铜鼓艺人

传、帮、带，确保铜鼓铸造工艺、铜鼓打击乐谱、铜鼓舞蹈得以传承；五要发挥研究部门和学者智库作用；六要

鼓励企业开发与赞助；七要推动媒体积极宣传。

《大器铜鼓》由万辅彬、蒋廷瑜、韦丹芳等著，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１３年８月出版。


